
第36卷 第5期 西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 2010年9月
Vol.36 No.5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(SocialSciencesEdition) Sept.,2010

“国民外交”语境下中央、地方、国民互动关系研究
———以华盛顿会议为中心的考察①

熊 斌1,任 宣 羽2

(1.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航空运输管理学院,四川 广汉618307;2.攀枝花学院,四川 攀枝花617000)

摘 要:华盛顿会议,因关系中国甚巨,备受中央、地方、国民的关注。北京政府会前积极准备,邀请南

方政府代表参加以示一致对外;国人则成立了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作为国民一致对外的总机关。华会期间,因
内政外交的纠缠,南北民众在对待北京政府与南方政府的问题上发生分裂;南方政府借机攻击北京政府,否认

其对内对外的合法性,并力求各国承认。三者博弈后,北京政府权威虽被质疑,但仍为外交主体,也得到了至

少是北京民众的谅解;南方政府华会初期、中期,尽管颇受舆论攻击,但因其态度较为强硬,还是赢得了一部分

民众的支持;国民外交团体视线随之转向内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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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众所周知,巴黎和会并未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,
各国军备竞赛反而愈演愈烈。在远东中国问题上美

日冲突日益加剧。值此背景下,美国为缓和矛盾避免

冲突,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。1921年8月11日,正式

邀请中、日、英、法、意等国与会。8月16日,北京政

府宣布接受邀请,希望借此解决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

的问题。正因华会关系中国甚巨,中央、地方、国民均

予密切关注并施加影响,本文力求根据当时报纸杂志

建构三者互动,呈现内政外交相互交织的情势。

  一、民意、党派与“一致对外”

华会前,中国国内虽然南北政权对峙,国际环境

却对中国有利。苏俄两次对华宣言,表示愿意放弃中

国权益,与中国建立平等互利新型关系。这得到了中

国民众积极响应,并掀起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浪潮,不
断冲击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体系。此外,美、日矛盾

的加剧又为中国提供了较大的外交空间来争回权益。

正因如此,各界对华会期望值较高,纷纷成立诸如太

平洋问题讨论会、国民外交协会、太平洋问题研究会

等团体予以研究,如叶恭绰、陈振先组织的太平洋问

题讨论会,即“以讨论太平洋问题,及此次太平洋会议

我国应 取 之 态 度、应 提 之 方 案、应 执 之 手 段 为 宗

旨”[1]。为真正一致对外,各省区还积极接洽,拟在上

海成立全国国民外交大会。此时,权威性与合法性被

质疑的北京政府意识到国民的外交诉求是一股不可

忽视的力量,有必要重视并加以引导,并希借此重树

政治威信。而北京政府的希望则是实现“(一)取消英

日同盟,(二)取消特殊地位,(三)订立公断条约,(四)
关税自由”[2]62。

随着华会日益临近,关于谁派遣代表与会一节,
成为国民、南北政府争论的焦点。报刊舆论一致主张

由南北政府共同合派,强调代表必须满足“一为全国

大多数国民所赞同者;二熟悉外交,富有学识经验(外
交官应具之资格,如精通英语等,当然在内)得国际上

① 学界对华盛顿会议的研究颇多,但尚乏“国民外交”视野下的中央、地方、国民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研究。目前国内华会前后相

关研究参见:梁碧莹《孙中山与华盛顿会议》(《中山大学学报论丛》,1992年第2期),金光耀《顾维与华盛顿会议》(《历史研究》,1997年第

5期),魏国栋《华盛顿会议前后天津商会活动之考察》(《社会科学研究》,2007年第2期),周斌《论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》

(《湖南城市学院学报》,2006年第1期),来新夏《华盛顿会议与中国民众运动》(《民国档案》,1999年第2期),吉文灿《华盛顿会议期间的

国民外交运动述评》(《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》,2000年第4期),马建标《谣言与外交:华盛顿会议前“鲁案直接交涉”初探》(《历史研究》,

2008年第4期)等。

收稿日期:2010-04-10
作者简介:熊斌(1981-),男,四川仪陇人,历史学博士,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航空运输管理学院,主要研究中国近现

代史。



之推重者;三为未丧权辱国之行为者”[3]。8月12
日,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刁作谦、钱泰就此对北京各团

体代表 表 示,“政 府 极 重 视 舆 论,将 须 视 舆 论 为 从

违”[4]。靳云鹏声称代表必须“能认两国以上之文字,
富于外交经验”,品望“在中外素著者,方为合格”,还
表示会征询驻外公使及各省长官、交涉员意见作为参

考[5]。关于南北共派代表问题,北京政府也表示与南

方政府“已有非正式之接洽”,政府“极愿顺从国民多

数之意思,联合南北一致,共筹应付”[6]。具体而言,
即指诚邀南方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加入代表团,北京

政府这种姿态应该说是与报刊杂志舆论及南北民众

较为一致。当然,北京政府也有尽力避免内政纷扰而

影响外交的考量。
社会舆论因此随之转向关注南方政府的态度。

其实,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一开始就对华会极为

重视,认为“今此一线生机,正我正式政府独一无二之

机会,所有取消不平等条约及裁减军备实行民治者,
尤为我国生死之关系,应请即日开会讨论议决,请政

府速派得力代表迅赴列席,实为至要”[7]594。南方政

府的初想却是单独派代表参加华会,8月30日,开会

就议决:北京政府未经国会同意对外不能代表中国,
足以代表中国的“只有合法国会所产出之政府”,代表

“当然由正式政府命令出之”,即南方政府派遣[8]。又

声明“广州代表若不参与会议,则大会关于中国之决

议案,无一将受众承认有任何效力”[9]。南方政府还

发起太平洋讨论会,汪精卫、邹鲁分别担任正副会长,
虽声称“专门讨论太平洋各问题,而谋造成对于太平

洋会议全国一致之舆论为宗旨”,实际却为南方政府

舆论造势[10]。
在全国上下强调一致对外的氛围下,南方政府此

举无疑不合时宜,民愤迅即被激起。一些团体就此指

责道:“诚不知其用心何在”,要求南北共派代表以免

“使仇者更有词可藉,而我代表在会议中发言之力量

亦较薄弱”,否则,南方政府“是非破坏北方,直是破坏

国家也。”称南方若进行破坏“民意决不附之”,南方

“纵得外国之承认又有何益”,这种行径无疑是助日本

分裂中国[11]。又据英文北京导报,广州官民也一致

催促南方政府派代表赴美维护粤省利益,甚至连广州

政府内部亦多主从速合派,一些人还力劝孙中山不宜

延迟[12]。应该说,就国家利益而言,南北政府对外均

有一致性,关键就在于南方政府是否能以大局为重。
但9月22日,胡汉民却声明:“须将南北一致四字一

刀剖断,方有讨论余地。凡何种会议,其标题无不堂

皇,内容无不诡秘,我南方切不可为一致二字所利用,
贸然派出代表与卖国者一致。”[13]这实际上与民众一

致对外的强烈要求背道而驰。

鉴于南方政府如此,各团体并未放弃,还是积极

通过多方努力以求说服孙中山。如太平洋研究会试

图派旅津粤籍商人梁如浩动员广东同乡力劝南方与

北京政 府 取 一 致 行 动,但 因 广 东 同 乡 的 反 对 而 搁

浅[14]。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也议决“派人与南方

接洽,以免南北外交方针歧义”[15]。在上海,上海总

商会等团体更是推北京大学代校长蒋梦麟赴广州劝

服孙中山,孙中山却并未放弃最初立场,还借机希望

解释以求缓解不满情绪,表示“苟南方此时加入中国

代表,将来各国议决中国之事,谓南方亦有代表在场,
而北方代表没有承认所议,则南方代表更难独任反

对。况请帖乃邀北方代表者,即南方加入,亦不过为

北方之附庸。不如南方不出代表,只否认有效,或可

与中国以平反议案之机”[16]600。其“平反议案之机”的
解释虽仍显苍白,但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。蒋梦麟对

之表示谅解,赴上海后于各种场合解释南方虽不派代

表,但“亦不加北方代表以困难,惟声明有违背民意

时,誓不承认耳。”且对南方焚烧鸦片、市政建设、革新

精神赞誉尤佳,余日章也认为“实有宣传之价值”,穆
藕初因此希望“报界勿再为‘南北政府一丘之貉’的谬

论,国民亦各赞助良政府以推翻恶政府”[17]。据此,
我们可以看出南方政府的态度还是有所松动,从最初

否认北京政府转向了不为难北京政府,“违反民意”时
的誓不承认也许只是在强大舆论面前不得已的让步

而已。
但就在此后不久,南方政府就一致对外却表现出

相反姿态。如汪精卫赴沪参加商教联合会时就表示,
南北合派代表“在国内虽有分别,在外国实同一代表

北方之徐世昌,此南方之所不愿者也。粤政府今日,
惟有尽其力量,谋事实上之进行。”但也声明“决不妨

碍北方代表之行动,使彼等能为中国争回利权,吾人

固亦欢迎,若有卖国之举,则断然反对”[18]。汪精卫

后又表示,广东国民大会“以八千余人之议决,否认北

庭所派代表,此为南中人士之情形。”南方政府“对于

人民团体所组织之讨论太平洋会议机关,一概尊重

之。……盖处境不同,吾人既不欲强人从同,人亦当

谅解此意,而来强吾人以所不可也”[19]。表面上态度

超然,实际暴露出希望国民谅解与支持南方政府。伍

廷芳复电北京太平洋问题讨论会时也许更能呈现其

真实意图,“欲求拨乱反治,必当正本清源”,矛头直指

北京政府[20]。
尽管如此,北京政府仍在积极疏通。据《大公

报》,北京政府特派梁士诒、周自齐及在野政客希望予

以疏通,力劝南方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“不可过执成

见,凡关西南议提意见至美后,亦当参酌办理,不可贻

笑外人,自相争执,致使渔人得利”[21]。周自齐也请



其“勉为一行”,但伍表示“枢之行止,当惟政府之命视

听,不能自由行动。”10月12日,颜惠庆又电促伍朝

枢就任华会代表,伍后发表声明:“南政府须俟美政府

邀请,方能派遣代表,业经宣言在案,且尊处不与本政

府商酌,仅为个人之接洽,事实上必不能行,想早在洞

悉中矣。”舆论因此认为,“就现势观之,南方对于太平

洋会议主张,不得不暂处于消极也。”[22]颜惠庆后又

电请美前国务卿兰辛、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出面规劝南

方[23]。据《大陆报》,兰辛询问南方政府“在如何条件

之下,始可与北方和解”,伍廷芳复电表示,“如徐世昌

一日不去位,二十一条不努力取消,则南政府绝无协

商之可能。”颜接兰辛转告后表示“徐已有辞职之电”、
“代表团已将二十一条提出太会”。伍答称“代表团在

华会之行动,不能认为即系谋中国不受二十一条束缚

之举动,且与日本交涉,实违背全国之民意”,而“徐之

辞职,自决难成事实”仍拒绝合派,就此,《民国日报》
还认为“北京内部既经发生困难,惟粤政府之机会自

近一日也”[24]。一些舆论对南方政府表达了不满,并
给予了猛烈抨击。《大公报》就指出:“粤孙昧于外交

利害,以对内之争牵及对外问题,公然否认北方所派

代表,且 恃 具 党 势 制 造 空 气,吾 人 诚 不 禁 窃 窃 然

虑。”[25]“广州政府否认中央代表,眼光偏狭,殊令人

失望”,而北京政府“以广州伍朝枢加入,尚能尊重公

意,”仍 希 望 南 方 “亟 发 觉 悟,同 舟 共 济,乃 求 事

实。”[26]梁士诒从北京回香港表面为其父祝寿,实际

“担任与粤省各要人疏通”,南方政府也鉴于全国一致

对外的舆论压力,也真正开始对华会“无论北京派出

代表何人,亦绝不反对,决定取放弃主义不遣派亦不

干涉。”[27]

在此前后,北京政府也十分注意调控国民外交组

织。据《大公报》,因担心各省团体可能“会有政党性

质与在野政党之利用”,要求各省长官调查“各会社发

起与赞成人之姓名职业”、“各会社成立后讨论之事项

与所抱之宗旨”、“有无干涉外交之事实及非法举动,
成立前已否备案”[28]。鉴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开幕

在即,国务院又拟派二人前往检查一切[29],试图纳入

政府控制之下。
可见,华会初期南方政府因对外否认北京政府合

法性、拒绝合派代表与一致对外相违背,南北民众对

此极为不满,但仍积极疏通。此时舆论对孙中山的负

面报道也较多,据《大公报》,孙中山自粤桂战争后借

款达五千万元,“现又与某国商定军界借款两千万元,
一半购械,一半交付现款,以广东各矿作抵”[30]。而

借款是当时颇能激起民愤之事,南方政府希望国民支

持也未达预期效果,对北京政府的态度也开始变得缓

和。相反,北京政府的积极疏通、强调一致对外的表

现却赢得了舆论的好评。

  二、外交与内政交织:“清内政以明外交”

11月12日,华会正式召开。在北京,各团体国

民外交联合会要求北京政府“关于对中国之外交,应
察中国国民之意向,以国民为对手,所有国际条约及

契约,非经国民承认,不得有效”。强调:“(一)外交必

须公开,(二)外交方针勿得违反国民公意,(三)太平

洋会议闭会以前,不得轻开兵端,擅借外债。”[31]在上

海,11月11日各省区代表组织成立了全国国民外交

大会,作为全国一致对外的民意总机关,时时关注华

会的进行。
华会初期,南方政府暂时稍显沉寂。广东“虽设

有太平洋会议讨论会,现已态度沉寂”,“所有各省函

电组织国民外交后援,概置不问粤人”,实际上处于边

缘地位[32]。胡汉民鉴于此,特向孙中山建议:“太平

洋会议西南代表既不出席,应有相当声明,保持广州

政府之威信。”孙中山深表赞同,于11月29日致电各

国代表,声明“北京政府统治无方,关于内政外交不易

通行,故特拒绝出席太议”[33]。伍朝枢也相继表示

“我政府无论到何处,当照最初宣言,其以北方代表为

当事者所决议关于中国事项,绝对不予承认,仍拟视

会议之经过随时讲求对策也”[34]。南方所谓保持威

信之言论,实从侧面反映了在华会上处于边缘地位。
当然,这也是最初拒绝合派代表的结果。

更重要的是,此时南方政府妨害一致对外的活动

又引起北方舆论不满。据北京《晨报》报道,孙中山驻

美代表马素在美“除订借一万万大借款外”,还有肩负

两项使命“(一)妨碍我代表出席及地位;(二)系向美

国莱飞 制 厂 订 制 飞 机 二 十 架,内 有 五 架 系 水 面 飞

机”[35],实系“百端破坏国家信用,一方复向美商罗基

花士,订借巨款,以全桂矿产作为抵押,利息八厘,名
为实业 借 款,实 则 军 事 用 途,于 国 家 前 途 不 无 损

害”[36]。报道当时虽未经证实,但在这样敏感的时刻,
南方政府一直所期望的民众、特别是北方民众的谅解

则愈显困难,因为民众此时最不希望看到因内争破坏

中国国际形象,避免日本借此成为攻击中国的口实,损
害中国的利益。但从当时舆论整体上看,这些报道并

未引起广泛的注意,南方报刊也基本无甚报道。
暂时的平静为华会期间的直接交涉、山东胶济铁

路等问题所打破。早在华会前,全国上下就坚决反对

与日直接交涉,北京政府为此也不得不多次表示定以

民意为准,外交部刁作谦声明“北京政府拟视民意之

趋向,以定进止。如民意赞成直接交涉,则政府当向

直接交涉方面进行,如民意不以直接交涉为然,则政

府之举动当视民意为先导”[37]。9月26日,颜惠庆在



接见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代表时也一再强调

“直接交涉与否,一视我国民意。现观国人态度,均持

反对直接交涉,故外部已决定回答日使,说明不能与

其直接交涉之理由”。为消除疑虑,颜还将交涉山东

问题所有电文交与代表阅看[38]。10月19日,日本驻

华公使小幡仍要求直接谈判。29日,外交部答称将

提交国际联盟处理[39]37。就直接交涉而言,北京政

府、国民甚至是南方政府所持态度较为一致。
华会开始一段时间后,日本为避免美国干预,仍

试图通过中日直接谈判方式解决山东问题。中国代

表则希望提交华会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制约日本,中日

之间因此陷入僵持。在英美调停下,12月1日,中日

代表开始会外谈判。所谓的“会外谈判”消息传回国

内后迅即刺激了国人的敏感神经,认为其实就是直接

交涉或者“直交变相”,掀起轰轰烈烈反“直交”运动。

12月9日,孙中山借此发难,指出“惟有拒绝直接交

涉,请求世界公判之一途”。而徐世昌主张与日本直

接交涉系违反民意,要求外交部公布真相[40]9,应该说

此时的态度还算和缓,仅仅针对直接交涉、要求公布

外交真相,虽然矛头直指徐世昌,但并未否认北京政

府对外代表性。12月12日,北京学界组织示威游

行,要求无条件交还山东、拒绝直接交涉,颜惠庆迫于

压力对学生代表解释道:“今此之开始交涉,系英美之

调停,不便拒绝。其委员会之组织,乃由华会所产出,
将来结果依然报告大会,是此案以大会始,乃以大会

终。”山东也力求无条件收回,而学生对此答复也“甚
为满意”[41]。尽管如此,社会各界、报刊杂志舆论鉴

于北京政府以往所为并不相信,12月16日,北京、上
海、汉口、南京、天津、山东、宁波、南昌、黑龙江、吉林

等省区仍纷纷通电反对。早在十天前的12月6日,
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更是对外通电直接否认北京政府

及代表。就此,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认为“举
动过急,无补实际,徒足影响外交”[42]。强调此举“关
系国际地位影响甚巨,兹党外交危急之顷,决不可有

危及国际地位之举,纵今外交不得不牵涉内政问题,
似应本全国国民公意另行解决,不宜对外宣示引起纠

纷。”这实际上与北京各团体一贯主张的一致对外、不
涉内政或者说内政至少不妨碍外交的主张是符合的,
但也表 示 北 京 各 团 体 国 民 外 交 联 合 会 不 脱 离 大

会[43]。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的通电迅即得到

各界的响应,却以辞职退出的方式表现出来,上海全国

商教联合会、上海总商会、江苏省教育会、各省区各团

体代表纷纷发电,称此举“无异自己取消国际地位,授
人以共管之柄”,并宣布辞职[44],大会分裂倾向日显。

继之而来的是山东胶济铁路这一兴奋点。日本

为控制胶济路,提出中日合办。遭北京政府拒绝后,

日本又提出借日款赎路,并附有聘用日人为技师及会

计长等苛刻条件。中国民众予以坚决反对,力主筹款

赎自办,中国代表团在国内压力下也主筹款自办。就

在此时北京内阁更迭,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,国外盛

传梁主张借日款赎路。这一未经查实的消息传回国

内时全国舆论哗然,倒梁运动由此风起云涌。吴佩孚

首先发难,田中玉等相继通电声援,此时以国民代表

身份赴 美 宣 传 民 意 的 蒋 梦 麟 也 通 电 号 召 国 民 响

应[45],国人的情绪因此瞬间被调动,示威游行此起彼

伏,1922年1月20日,北京四十余团体联合发电,数
落梁士诒罪状[46],北京一些团体由此开始改变以前

内政不涉外交的观念,对外通电予以坚决反对,对内

矛头直指梁士诒。
各军阀派系、民众形成全国性倒梁运动之际,南

方政府的态度不再沉寂,对外否认北京政府合法代表

性、希望列强予以承认,并积极寻求国内民众支持。
其实,孙中山私人秘书陈友仁赴上海时就向各界表示

“政策之手段即须将徐东海除去而使西南居于全国首

领之地位”[47]。伍廷芳还希望各国给予援助,还强调

援助中国最好的方法“即为撤销对于北京之承认,但
此着如以为太急,则列强至少可承认广州为南方新中

国开明政府之所在地,如是给予新中国派以自表之机

会,而南北两方之孰优孰劣,比较自明”[48]。对内孙

中山指责北京政府“实属甘心卖国”,“实为日本政策

一种工具”[49],欲除之而后快。1月26日,南方政府

又致电美国外交部,谴责梁士诒、徐世昌等“蔑视民意

国权”,请求各国“允宜将其承认北京者转移于本政

府,或取消北京之承认,此举与列强在华之交涉不生

妨碍”。并解释北伐“实为中国与友邦真正之福利

也”,“深盼美国当局毅然出为首倡,使在华府所请求

解决之中国问题,不难因以圆满解决”[50]。叶楚伧在

《民国日报》上也积极响应,指出国民赞助北伐是解决

国是惟一途径,“北伐的目的是替国民扫除国内恶势

力”。[51]广州国会议员万鸿图、方潜、茅祖权等也表示

“吾民自救之策,惟有速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统

一政府,并速起以驱除宛平卖国之政府,则挽危机于

一发,或尚有几希之望,否则吾民既无术自行推倒卖

国政府,而又不肯助成广州政府,则惟有同彼卖国党

徒盘踞把持,以陷我国家于万劫不复也已”[52]。此时

南方积极努力的是否认北京政府、要求各国承认,反
而对民心所系的胶济路除宣称不承认外,实际关注不

多,更没有提出具体应对方案,所重视的是针对北京

政府的北伐,对内色彩明显浓于对外。南方政府的努

力效果并不明显,北方一些舆论对孙中山仍为不利。
如据《晨报》,孙中山因军政费用“特向日商三井洋行进

行五百万元之借款,以广西石油矿作抵,九二交款”。



广西各界为此要求省长马君武拒绝孙中山此等行为,
号召各省桂籍同乡一致反对,还上书桂林日本总领事

请求尊重中国民意,严禁三井洋行日商履行契约[53]。
只是此时吸引国人眼球的主要是梁士诒借日款赎路,
全国上下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并予以声讨。

各派系加入声讨梁士诒运动后,特别是吴佩孚、
南方政府猛烈抨击下,一部分国民、团体开始对北京

政府失去耐性。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一些代表就要求

承认南方政府,认为:“按南政府叠经声明,完全废除

二十一条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力。否认莫杨押与

英商之破产,尽协吾人之初衷,而港督示警庆祝,小川

丸私运军火,先后抗议,英领事向之抗议,日领事允为

取缔。澳门交涉,葡公使叠以强硬态度威胁,南政府

始终坚持,不稍迁就,其卫民爱国之精神,视北京政府

何啻天渊之别。若再刷新自治,提倡市政,实行省长

民选,听许人民自制省宪,禁绝鸦片赌博,振兴教育实

业,尊重劳工,成绩灿然,更足为外交胜利之基。”但也

申明南方政府仅是“暂行使中华民国政府之职权,限
其于统一全国后一年内,召集人民代表机关,改组政

府,即希国人认定此举为实行改革内政之惟一办法,
一致宣布,使外人不致诬认我国已陷于无政府时代,
当此青黄不接之际,一面许努力推翻北京政府,一面

须努力鞭策新政府”[54]。即力图保持自身独立性前

提下支持南方政府,而最终是按国民意愿来建设中

国。一些团体如时间守约会、天潼福德武昌路商界联

合会等更是直接推举代表崔通约赴粤与孙中山接

洽[55]。因承认南方政府超出大会的外交范畴、党派

政争又太过浓郁,1922年1月21日,北京各团体国民

外交联 合 会 驻 上 海 代 表 发 表 宣 言 表 示 率 同 人 回

京[56]。1月25日,上海商会教育会、浙江教育会等十

余团体代表随之宣告脱离,河南、山西、湖南、陕西、甘
肃、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安徽、热河、南京等处代表也相

继回省,大会出席人数锐减[57],大会实际形同虚设。
之所以出现各团体的分裂,这与北京政府解释说

明与顺应等努力密切相关。每逢群众示威运动,北京

政府均积极派人接洽,其相对公开、透明态度也得到

了民众一定程度理解与支持。如民众力主胶济路赎

回自办之时,1月5日,国务院、外交部很快公布鲁案

经过,说明胶济路“仍主赎路自办,未变初旨”[39]44。
外交部又特派政务司长施绍堂向北京各团体代表澄

清:“本 部 办 理 此 案,始 终 以 民 意 为 依 据,并 无 中

变。”[58]中国代表团也致电国内说明梁氏“借款自办

即发行库卷分期偿还之意,并未改变方针”[59]489。在

强大舆论压力面前,梁士诒也多次通电声明并未“主
张及允许何人借日款以赎回胶济铁路”,胶济路“始终

仍系三代表照原意在华盛顿商议,并未在北京直接谈

判之事”,“坚持立即赎回办法,由政府及国民速即筹

集现款以备交付”[60]706-707。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

会开会时,警厅派人到会散发为梁士诒辩护的油印

品,一些代表因此表示对梁士诒应予理解,如王玉圃

就认为“外传梁失策说,系日人谣传,不可信”,而梁已

通电主张国民赎路,并无直接交涉之意,“实无罪可

言”。王若璧进一步指出“吾人立言之根据,当根据政

府之正式电文,不可根据捕风捉影之谈,当以政府之

电及三代表电为标准,不能以吴佩孚电为标准”。但

一些代表根据政府以前所为及国民代表来电,却认定

梁士诒 罪 状 属 实,双 方 代 表“相 持 不 能 决,几 至 用

武”[61]。由此可见,北京政府通过沟通,还是取得了

一定的效果,压力在北京至少得到部分民众一定程度

理解。

  三、分裂与选择:民意与南北政府

1922年2月6日,华会闭幕,大会签订了《四国协

定》及与中国密切相关的《九国公约》。2月9日,孙
中山在国务会议上对华会的山东决议予以坚决否认。

2月10日,伍廷芳命在美活动的南方代表马素通告

美国:“胶济铁路为德国所筑造,非日本之资本。中国

为对德宣战国之一国,德国在中国一切财产,当然归

于中国。今日本承继德国之财产,向中国要现银赎

回,不合理殊甚,日本似以赎路为军费之代价,不知该

铁路既属于中国之财产,则何能以此要求代价,且中

国何以有代德国赔偿军费之义务。”[62]就华会结果,
形同虚设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认为“在政府虽自命胜

利,而按之内容,不得不认为完全失败”[63]。大会中

剩下的代表大多倾向南方政府,开始积极支持孙中山

北伐,但这种支持也带有一些无奈,“舍否认北京政府

实无他道,惟内则破坏为终,建设方始,外则强邻逼

处,交涉频繁,不得不有一政治中心以负艰巨”[54],这
里其意深味长,既说明其不得已的无奈之处,又试图

将支持南方政府与当时的党派因素划清界限,以求保

持自身的独立性。但无论如何,大会本身的破裂无疑

使此种说法显得苍白无力,且事实上党派参杂其间。
北京政府有意识的调控贯穿华会始终。早在华

会前,北京政府鉴于各省赎路团体渐多“惟恐良莠不

齐发生”,要求各省长官“调查各会承办之人,素日声

誉与进行宗旨办理手续是否适当,有无其他用意,预
防意外行为,以便中央根据奖免取缔”[64]。如前所

述,华会期间北京政府的努力使北方报刊对北京政府

的评论也相当缓和,这主要由于两者积极沟通,保证

了信息的顺畅通达。华会结束后,徐世昌就于2月

23日通电“胶济铁路,应由人民筹集赎路,即定有民

有铁路,永属民业,以符名实”[65]714。这些姿态博得了



北京民众的一些理解,至少反对不是很强烈。当然,
这也与梁士诒的下台暂时缓和民众不满情绪有关。
南方政府的北伐也处于北而不伐的状态。

此时全国大多团体纷纷由外交转向筹款赎路,2
月14日,一些代表认为全国国民外交大会“无仍然存

在之必要”,“华会既经失败,内政腐败如故,应改本会

名称而为改造内政之机关”[66]。15日,大会举行正式

休会式[67],后各省代表“亦均分别托脱离”[68]。大会

骨干萧剑秋、熊本旭、俞育之、孙镜亚等组织成立由议

会、农会、商会教会、工会、律师公会、报界联合会等团

体构成的中华民国民团联合会,声明与全国国民外交

大会及商教联合会“性质绝不相同”,民团联合会“系
永久常设机关,议事范围毫不限制”[69],“以改革内

政,刷新民治以救危亡”为宗旨。[70]其他团体或即行

解散,如华盛顿会议江西后援会早在章程中就明确规

定“本会至华盛顿会议终结时即行解散”[71]。

  四、余 论

纵观南方政府、北京政府、国民华会前后的互动,
我们可以清晰看出:南方政府其实一开始即对华会就

极为重视,正如大陆报称:“今日世界上各地方,其最

留意于华盛顿及北京情形之变化者,盖莫若广州,广
州人民及粤政府对于四国协约之签订,限制兵备之同

意,中国国代表之辞职及北京内阁之改组等事,莫不

甚为重视。”但由于“凡此等事实,既连三接四而来,故
粤政府领袖之意见,多未暇归诸一致,其中原因,有因

未能确悉各事详情,意见尚未能决定者,亦有已具备

成见者,是故粤政府对于以上所述各事,究竟具何等

之明晰之态度,犹未明晰断定”[72]。这从整体上较好

地评论了南方政府的活动,但有一点即以外交为凭借

反对北京政府是明晰的,会前试图单独派代表愿望落

空后,便拒绝合派代表,并对外否认北京政府代表,却
因与国民所强调的一致对外相违背而暂时放弃,华会

初期态度因此稍显沉寂,华会中后期,南方政府积极

通过反直交来反对北京政府,其相对强硬态度也对一

部分民众产生了吸引力,转而支持孙中山北伐。此时

的孙中山也对一些舆论予以响应,如接全国国民外交

大会、全国各界联合会北伐请求后,孙中山表示,各界

应“一致进行,各尽所能,赞助政府”[73]。可见,我们

不能将南方政府甚至各军阀派系反对直接交涉、借款

赎路简单视为爱国,其更深层透露的是中央与地方派

系的政治权力斗争。
尽管如此,在全国上下要求一致对外情势下,北

京政府的沟通与控制从某种程度有效地消除了国人

的疑虑,如国务院甚至还要求机关人员扣薪赎路,规
定“凡在京内外各机关人员,月薪百元以上者,每月至

少提百分之二作储金,以两年为期”[74]718。这些相应

地也得到了北方很大一部分民众的理解,北京政府实

际控制影响范围由此可见一斑,区域性特征明显。三

者在当时博弈中,北京政府仍居外交主导地位,代表

团在华会上收回一些权力,如收回青岛、撤废邮政等,
也实现了诸如撤销英日同盟的最初目的。就当时中

国内政纷扰情形而言,实属不易。但社会各界、舆论

大都忽视了北京政府的成绩;就南方政府而言,外交

基本几乎毫无进展,反而因借款与对外否认北京政府

而备受舆论批评,直到华会后期才仅获一部分对北京

政府失去耐性团体的支持。
国民在干预外交过程中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困境。

国民外交主要从道义出发,认为收回权益理所当然,
忽视了外交角逐实以国力为基础这一基本理性前提。
这样也使政府作为外交实际运作者在处理外交时处

于两难境地,既要考量国家实力,又要虑及国民情绪,
但事实上“‘人民外交’总是以百分百成功为口号,是
永远成功不了的”[75]397。但无论如何,国民外交舆论、
示威活动直接支持了中国代表团,让世界体察中国民

意之所在。随着华会结束及外交视线的转移,诸如全

国国民外交大会等团体或分裂,或改组,或解散,民众

清内政以明外交倾向明显。1922年6月15日,中国

共产党在《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》中,更是

直接指出:“解决纠纷的唯一道路,只有打倒军阀建设

民主政治。”[39]55国内民众运动因此而高涨,所取方式

也渐趋武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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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BecauseoftheimportanceofWashingtonConference,thenational,thecentralandlocalauthoritiespaidmore
attentiontoit.Beforetheconference,theBeijingGovernmentpreparedactivelytoinvitethesoutherngovernmentalrep-
resentativestojoininandhopedthenationalsupportedthecentralgovernmenttoshowtheunityofChina.Thenational
establishedtheNationalAssemblytofightagainsttheexternalenemies.Theserepresentativesspiltupbecauseofdiffer-
entattitudestothesoutherngovernment.However,thesouthernGovernmentmadeuseoftheopportunitytoattackthe
legitimacyoftheBeijingGovernmentandrequiredtheStatesadmititsGovernment.Asaresult,althoughtheBeijing
governmentalauthoritywaschallenged,itstillcontrolledtheforeignrelations.ThesouthernGovernmentwasattackedby
socialcommentsanddidn’tachievetheirdiplomaticsuperioritysouthward.Thenationalpaidmoreattentiontotheinnerpolitic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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